
阅读教学呼唤批判性思维

——《愚公移山》的课例批判及启示

余党绪

《愚公移山》是初中语文传统篇目，教学案例成千上万。影响比较大的，一

是 1981 年钱梦龙老师（以下简称“钱老师”）发表在《语文战线》上的教学实

录，另一个则是 2005 年郭初阳老师（以下简称“郭老师”)发表在《教师之友》

上的教学实录。在我看来，钱老师的这节课前无古人，至今后无来者，鲜明的体

现了他“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在这节课里，我见识了一位天

才教师游刃有余的优雅和举重若轻的智慧。郭初阳老师是新时期崛起的一位有个

性、有想法的教师，他的《愚公移山》一改传统的文本理解，课堂教学呈现出另

一番面貌，让人耳目一新，却也给人以强烈的陌生感、颠覆感和尖锐感。在这节

课里，我不仅看到了郭老师试图摆脱传统课堂的匠心，还看到了他试图突破传统

文化窠臼的野心。

两节课内容有别，风格迥异，但在教学上还是表现出了某些共同的思维取向。

比较两个课例，有助于我们更清晰的认识批判性思维在文本解读和课堂教学中的

内涵、价值与意义。

文本解读的学术边界

《愚公移山》选自《列子·汤问》。鉴于列子其人的复杂性，从知人论世的

角度探幽发微，无助于《愚公移山》的理解；《列子》其书之真伪与篇目之正误

依然存疑，从文化谱系的角度研究《愚公移山》，似乎也难有大的发挥。�

《列子》向被视为道家之书。在“汤问”一节中，“愚公移山”与“夸父逐

日”并出，告诫人们要以愚公的“忘怀以造事，无心而为功”为榜样，以夸父的

“期功于旦夕”“恃能以求胜”‚为警戒。愚公名虽为“愚”，却以违背常理却

接近大道的方式获得了成功，他那种超出日常限度的恒心与专注，与庄子笔下的

那位“承蜩”的“佝偻”一样, 切中了“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体“道”之



道；而智叟，名虽为“智”,乃“俗谓之智者，未必非愚也”ƒ，他的“聪明”与

心机，停留在感觉、经验与常识的层面，终似浮云蔽日，恰恰构成了求“道”的

障碍。总之，摒弃急功近利之心，杜绝旁逸斜出之念，方能不断接近于“道”。

有意思的是，后世对《愚公移山》的阐释，却与这散发着浓厚黄老气息的观

点渐行渐远。特别是当“愚公移山”脱离了《列子》这个略显杂乱的文本系统，

以一个独立的寓言故事出现时，它被迅速的、几无痕迹的纳入了儒家的主流话语。

最典型的当数宋人陆游。据詹丹教授统计，陆游在诗歌中不下 10 次咏及“愚

公”，或抒壮怀如《杂感》：“蹈海言犹在，移山志未衰。何人知壮士，击筑有

余悲”；或舒愤懑如《自嘲》：“太行王屋何由动，堪笑愚公不自量”。显然，

陆游将自己的悲鸣投射到“愚公”身上，在他的吟诵中，“愚公”成了矢志不渝、

壮志难酬的悲剧英雄。④

在现代，“愚公移山”被植入了新的观念，甚至被纳入了现代性的革命话语

体系，成了革命动员和政治激励的兴奋剂。傅斯年说他的人生观就是“愚公移山

论”，他在强调积极进取的同时，也将“为公”意识以及文明的累积进化意识注

入这个寓言，以批判老庄阮籍的“齐生死，同去就”的“达生观”，隐逸、遁世、

涅槃的“出世观”，沉溺于享乐的“物质主义”以及主张“人为道德而生”的

“遗传的伦理主义”。在傅斯年看来，这些都是“左道的人生观念”。作为“五

四”一代人，傅斯年对“愚公移山”的读解，加强了“愚公移山”的“正道”色

彩。⑤毛泽东则将这个传统的神话故事变成了政治寓言，寄托了他“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豪情壮志。现代中国人多是通过他的“老

三篇”来理解《愚公移山》的。

关于“愚公移山”的理解千差万别，但核心还是愚公的奋斗精神。从一个

“体道”的寓言故事，到一个砥砺践行的励志寓言，这固然与儒家文化、革命文

化的强大的融纳与整合功能相关，但归根到底，还是根源于“愚公移山”本身的

文体形式和叙述结构。这就像人们常说的“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无论怎样，再多的哈姆雷特也必须以莎士比亚的那个哈姆雷特为基础。

“愚公移山”本是一个寓言故事，这是解读“愚公移山”必须尊重的基本

事实。文体，决定了文本理解的方向和路径。遗憾的是，我们常常混淆寓言与历



史，又常常模糊传记与传说的界限。更糟糕的是，反过来又以历史的眼光苛求寓

言，拿传记的标准否定传说，文本解读的随意性可见一斑。

什么是寓言？直白的说，就是为了寄寓某个道理而刻意“编”的故事，一般

说来，这个故事简洁、清晰，结构的指向性明确。在古希腊文中，“寓言”是“其

他”与“言说”的合体，即“另外一种言说”；“寓言”就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

“讲”的或者“写”的一个故事。⑥显然，“编”寓言就是为了“说”道理。既

然如此，寓言的“编”法，就与一般小说创作不同，它要服从讲道理的需要，或

者说，要服从要讲的那个道理的逻辑，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艺术逻辑或者生活逻辑、

社会逻辑。

比如“农夫和蛇”（《伊索寓言》），它刻意渲染农夫之善与僵蛇之毒，以

此说明不恰当的善心只能招来祸患。其他细节，如“冻僵”，就不合乎蛇的冬眠

习性；冬眠的蛇也不大可能睡在路边；农夫的善良也超出了正常的限度，不合乎

生活常识与常理。但是，有谁会因此而指责它呢？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这个故

事所包含的明辨善恶的道理。

是寓言就该以寓言的方式来阐释。其他目的或者其他方式的阐释，比如上述

政治化、革命化的阐释，都应该基于这个学术性的解读。当然，“戏说”除外。

“愚公移山”是个典型的寓言结构。故事的结构很简洁，就是“两个对比”：

“一大一小”的对比（见郭老师课例）与“一智一愚”的对比（见钱老师课例）。

弱小的人移动了巨大的山，这是个事实判断（文本事实）；俗世中的“愚公”与

“智叟”在故事中发生了错位，这是个价值判断。如何基于这个“事实”来做出

“价值”的判断，取决于每个人对这个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因果关联的理解，因而

解释的张力很大。

其实，无论是老子的“无为而不为”，还是孔子的“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都能在其中找到解释的空间；荀子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与《易

经》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都能在此找到逻辑上的支点。但显然，基

于日常伦理与功利情怀的儒家，比起道家来，更能在其中找到共鸣。这也就解释

了为什么一个道家的寓言演变成为儒家的箴言，而原初的写作动机反倒被人忽略

了。



“愚公移山”就是通过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这个因果关系，传达了关于“力

行”等道理。判断《愚公移山》好不好，应该看《愚公移山》的文本要素与结构，

能否传达出这个寓意。

在文本理解上，钱老师由语言到意义，循着文本的自身线索，步步推进，分

析“移山”的动因（“痛感迂塞之苦”）、目标（“确知移山之利”）以及行动

根据（“深明可移之理”）等要素，凸显愚公之“智”。钱老师的解读因其“守

正”而显清晰和稳健。钱老师并非没有意识到多元阐释的可能性，他的机智在于，

他将关于“愚公移山”的争议做为思考与切入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下突出文本自

身的组织结构与表达逻辑⑦。这看似波澜不惊，质朴无华，却像愚公的“无心而

为功”一样，反而避开了节外生枝的风险，在更高的层面上切中了文本的核心。

与钱老师相比，郭老师的解读跨越了许多边界，他的意图在于“解构”：

1、钱老师认为愚公“确知移山之利”，但郭老师则认为，愚公解决了自己

“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的麻烦，但“山阻碍人的出路”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换句话说，原来阻挡自己的山，如今阻挡别人去了，愚公只是“利”了自己。

2、钱老师认为愚公“深明可移之理”，郭老师则认为，要做到“子子孙孙，

无穷匮也”，要有“双重的要求”：第一，血缘的不断，第二，思想的不变。显

然，愚公无法保证。再者，根据现代科学的研究，发现山并非“不加增”。

3、钱老师认为愚公造福后代，郭老师则认为他贻害子孙，因为愚公“把个

人的意志，强加给了他子孙，剥夺了他子孙生活的自由”，导致后人“不能去实

现自己的想法”，因此断言愚公是“害群之马”。

4、从根本上质疑“愚公移山”的动机。虽然名曰借张远山的观点，但看郭

老师如此刻意的引用及渲染，显然心有共鸣：“愚公移山”不过是上演给天神看

的一出“苦肉计”；甚至也不排除他与天神还有“更多更多的不可告人的东

西”，借此“帮助建立帝的秩序”。由此得出愚公狡猾、毒辣、可怕，是阴谋家

等评断。

郭老师的质疑遭到了许多质疑。有老师在商榷文章中为愚公辩护。比如说，

“渤海之尾，隐土之北”原本是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可见愚公并未损害他人；再

如“山不加增”，原因在于当时的人缺乏科学常识；再如，以中国传统的“孝道”

为愚公辩护，言下之意，愚公贻误子孙应由传统文化买单，等等。我觉得，如此



纠缠于细枝末节而回避问题的根本，反而会让问题变得混杂不清。其实，从寓言

的文体性质来思考，这些问题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郭老师也承认，“愚公移山”是一个“人生寓言”，表达的是“知其不可为

而为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

“儒家的一种非常朗健的、非常积极的精神”。既然如此，在“编”寓言的过程

中，选择性的屏蔽一些因素，比如“移山”会不会损害他人的利益；夸大或强化

一些因素，比如“子子孙苏无穷匮也”；或者虚拟一些神话因素，如“帝”的出

手相助……这不就是寓言创作的基本手段吗？其实，读寓言的人都知道，连“移

山”本身也只是个象征，只是个隐喻。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考证太行、王屋二山

的地理内涵。

《愚公移山》并非历史文献，虚构、夸张、移情乃是寓言的基本创作手法，

而这恰恰是《愚公移山》独特、别致和匠心之所在。不是像常人那样立志搬家，

而是固执的选择“移山”，那才是愚公；违背常理，子孙无穷，挖山不止，那才

是“愚公精神”。正是这种违背常识与有悖于常理的情节设置，才使寓言有了别

致和深远的寄托。教师的责任，就在于给这些不合常理的情节一个合理的解释，

帮助学生把握故事不同于常理的寓意，准确的理解愚公的精神实质。不去揣摩情

节设置的独特用意，不去理解故事的良苦用意与匠心，反而怪罪它不合常理，那

真是误解加曲解，无异于焚琴煮鹤。

关于愚公与“帝”的勾结问题，已超出了学术性的文本解读范畴，属于“戏

说”“水煮”“恶搞”一类，无中生有，不足道也。相反，钱老师的解释虽然中

规中矩，却是合情合理：“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使山神害怕，天帝感动，文章

这样写，恰恰是写出了愚公挖山的精神感人至深。”“帝”的感动以及他的出手

“搬山”，归根到底服务于寓言的寓意：天道酬勤。

当然，郭老师关心的，其实并不在于寓言本身是否合理。他的用心，更在于

寻找“隐藏着中国非常喜欢的，或者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密码，文化的密码”。

包括他引入“外教”的评点，无非希望在对比中凸显传统文化的乖谬。这是个很

大胆也很有创意的教学构想。的确，神话和寓言是民族文化的蓄水池，寓言里隐

藏着民族文化的密码与基因。比如“愚公移山”中的“智”与“愚”这对并举的

概念，就鲜明的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倾向。



但是，《愚公移山》的文本分析与借“愚公移山”来质疑传统文化，这是不

同层面的两件事情。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但秉持的逻辑却截然不同：前者考量的

是“故事”与“寓意”之间是否具有合理而充分的逻辑关联，质疑的应该是“这

个故事能否传达这个寓意”；后者考量的则是故事所负载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是

否合理，质疑的应该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这样’编励志故事”。从逻辑上看，

只有证明这个故事合乎中国人的逻辑与思维方式，才能证明它确实隐藏着中国人

的“密码”，才能凸显其与现代文化的抵牾与悖逆，才能达成文化批判之目的。

在这个问题上，郭老师显然南辕北辙了。他似乎在嘲弄故事本身的荒谬性，结果

让他的文化批判落空了。在课堂结束前的师生对话中，我们看到，郭老师没能说

服学生，在兜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学生依然回到了郭老师致力于否定的观点。从

这里，也可见出文本结构的先在规定性与内核的相对稳定性。

教学意义上的阅读，本质上应该一种学术性的阅读，无论是为了“立”，还

是为了“破”，首先要尊重文本自身的要素、结构与逻辑，基于客观的文本说话，

基于文本的事实说话，基于文本的逻辑说话，这是文本解读的学术边界。抛弃了

这些，就是“戏说”。“戏说”当然也有其文化与艺术上的独特价值，但若将教

学与“戏说”混同，那就将阅读教学的价值与意义从根子上取消了。

学术性的解读，还必须是非功利性的。不能先设定一个目的，按图索骥；或

者穿凿附会，牺牲文本自身的逻辑迁就功利解读的需求。比如因武松打了如今的

珍稀动物老虎就去否定《水浒传》的文本价值，因父亲违反了交通规则而质疑《背

影》的经典地位……咋一看只是一些无聊和荒唐的噱头，但实际上却透露出我们

在文本解读上的学术意识与理性精神的欠缺。

基于批判性思维的文本分析，追求文本事实、历史背景、文化逻辑和人性情

理的统一，在考虑各种要素的意义上，强调“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追求一种

综合意义上的“合理性”解释。即使是质疑，也未必就是为了否定；不仅合理质

疑，更要合理解释，并综合评估各种解释的关系与合理性。在孙绍振先生看来，

这其实就是“学术性”的核心内涵。

显然，这与很多人推崇与热衷的意在标新立异的“求异思维”不同，与追求

惊听回视的轰动效应的“翻案式”解读不同，与为了达成文本之外的功利目的而

进行的“颠覆式”阐释更不可同日而语。



教师主导的主体性限度

文本解读只是阅读教学的一个方面。以什么方式在师生之间达成对文本的理

解，不仅体现了教师的学术水准，也反映了教师的思维方式与教育理念，其核心

是对师生关系的理解以及自我的角色理解。

孙绍振先生用“主体间性”来概括现代师生关系，同时他也肯定了钱梦龙先

生关于教师主导作用的观点。“主体间性”是教育民主的哲学基础，也是对话教

学的理论前提。但是，肯定教师的“主导”作用，必须有一个限度，那就是不能

以牺牲学生的主体在场为代价。在教学的意义上，学生的“主体性”存在，如孙

先生所说，关键在于“尊重学生的思考过程，哪怕是错误的。”⑧

思维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是通过思维的“过程性”体现出来的。直接从起点

到终点，从文本到结论，没有一个分析、论证、评估、反省和自我修正的过程，

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话。遗憾的是，在课堂上，我们看到的常常是教师的思维

与思想，而学生的思维与思考始终处在从属与追随的状态，他们的思维被教师的

主导作用给遮蔽了。

郭老师的课堂，看起来充满了对话与思想碰撞，有时候，扑散的火花甚至让

人陶醉和兴奋。但在骨子里，我看到的是一个理念先行、思维专断、精心设套、

强势诱导的教师，所谓的对话与质疑，不过是学生在教师预设与诱导下的机械反

应而已。在几个关键环节，我甚至看出了教师设下的逻辑陷阱，像天罗地网一样，

学生不得不往里跳。不妨看看这个片段：

师:苦肉计，那也许他们(天帝和愚公)有更大的阴谋呢？也许这更加能够帮

助建立帝的秩序呢？可能他们有着更多不可告人的东西,所以他们要上演一出

戏。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愚公,他给我们的形象,感觉

有点……

生:(轻声)狡猾

师:有点狡猾,是吧？甚至有点阴险，甚至还有点……

生:毒辣



师:毒辣,可怕！怎么这个蠢老头,竟然是一个阴谋家?(众笑)成了个谋略家,

太厉害了！

在这个环节，郭老师连续用“有点”“甚至还有点”这样的表达，用刻意留

白和省略的办法，似乎给学生预留下了空间。但在其假定的事实和预设的逻辑之

下，学生还有什么选择呢？由狡猾到毒辣，再到阴谋家，恕我直言，在“众笑”

的欢快与轻薄之中，愚公被糟蹋了。这样的诱导与“套供”，比起直截了当的“满

堂灌”和赤裸裸的“填鸭式”更可怕，因为学生的思维被控制，但学生不自知，

不自觉，思想与思维就这样给魅惑了，给取代了，给消解了。

教学不可能没有预设，但郭老师的预设，意图单一而直接，学生的的回答多

停留在近乎本能的刺激反应层次上，多维的比较与独立的反思明显不够。是预设

问题，还是预设答案；是预设思维方向，还是预设思维路径；是预设解决问题的

要素与策略，还是预设解决问题的程序与方法，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但总体

上，我们似乎更注重后者，而忽略前者。可以想见，一旦答案、路径和方法都预

设好了，那么，学生的主体性到哪里寻找自己的位置？

教师的功能定位，普遍认同的是韩愈的“传道授业解惑”。在历时态的文化

传承意义上，这个说法有其合理性；但在共时态的教学活动中，这样的理念却可

能妨害师生之间的民主关系。“传”“授”“解”这样的动词，不由分说的将学

生置于接受者、继承者的位置，而剥夺了他作为对话者、理解者、质疑者的身份。

对话才能达成真正的理解，理解才是建构的基础。

在今天这样的时代，“知识中心”以及基于“知识中心”的“教师中心”，

存在的土壤越来越贫瘠。在观念上，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是复杂的，认知是多

元的，而人则是有限的，每个人都只是一个“摸象”的“盲人”，都只能在特定

的层面和角度上认识真理，谁也不能以真理自居。借用哈耶克的命题，我们是时

候摆脱知识的自负与理性的僭妄了，这恰是批判性思维的精髓之所在。基于这样

的理解，我们的谦逊才可能是理性而真诚的的，师生的对话才可能是平等、开放

从而是有效的。

不仅如此。对话也是“教学相长”的前提。承认时代与自我的局限，尊重学

生作为一个“元”的独特性和独创性，对话才可能给“教”带来“长”的可能。

在文本解读中，教师虽然有着专业的素养与经验，但也可能被自己所拥有的知识、



观念和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思维习性所蒙蔽，造成对文本的麻木与隔膜；而恰

恰是知识和观念处在建构中的学生，因其“未完成性”而可能有“裸读”的可贵

发现。这恰恰是“教学相长”的宝贵的契机。

学生的主体性越是保持独立性与开放性，教学就越可能走向澄明与有效。

钱老师的教学可圈可点，我看钱老师与学生的对话，就像欣赏一出古典主义

戏剧，起承转合，严丝合缝。不过，也正是这种流畅与完满，让我产生了一些联

想与担忧：教师的主导作用会不会遮蔽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呢？常识告诉我们，思

维一旦进入文本的“深水区”，必然伴随着纠结、停顿、中断、迷茫与滞涩。

钱老师预设的结论是愚公“愚者不愚”。这看似与《列子》的原意相同，但

内涵并不一样。在《列子》中，愚公愚钝，倔犟，守拙，固执，他因此而接近了

大道。显然，这里的“大智若愚”是认知和实践意义上的判断。钱老师在分析愚

公移山的“动因”“目的”以及“行动根据”的大部分时段里，强调的也是其认

知与实践上的“智”；但在讨论“愚公不愚”的时候，却悄无声息地将这个认知

与实践问题，转化成了功利与道德问题。请看片段：

师：我想先给你们讲个事。我们上海有一位公共汽车售票员，对待乘客非常

热心，是个学雷锋的标兵，《文汇报》上登过他的照片，很多人都写信表扬他，

说他服务好。但也有些小青年说这个服务员“赣头翰脑”，这是我们上海方言，

就是傻里傻气。这是什么道理？还有雷锋，有些人不是也叫他一一

生:傻子!……

生:有的人是从为自己的角度来看的，就说他是傻子；有人是从他为集体做

好事来看，感到他是好的。

师：哦，讲的真好！就是说要从什么角度看问题了，用什么样的思想感情来

看待这样一件事。这位同学的观点你们同意不同意？

钱老师这样解释自己的教学：“介绍学雷锋标兵,为了引导学生从更高层次

理解‘愚公不愚’的道理”。事实上，钱老师做到了。钱老师借助“雷锋”这个

道德内涵极其鲜明的词汇，完成了从“认知层次”到“道德层次”的跳跃，学生

也顺理成章的得出了“我们如果用为子孙后代造福的观点去看愚公，他不仅不

笨，而且还“大智若愚”的结论。



这就背离了原文的逻辑与宗旨：《愚公移山》讲的是认知问题和实践问题。

不管动机怎样，目的为谁，只要违背了笃志抱一、心无旁骛的原则，那就是“愚”，

就会失败。钱老师的“愚公不愚”是“动机论”的逻辑，则可能引向这样的理解：

无论愚公的认知和行为怎样，只要他动机高尚，就是“不愚”的。如此解释“大

智若愚”，其实是以动机的善恶讨论替代了认知是否合理、实践是否有效的讨论，

结论可能是：无论认知多么糊涂，无论行为多么荒唐，只要动机高尚，就是“智

慧”。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思维误区，直到今天，很多人依然习惯于这

种道德主义逻辑，再荒唐的认知和行为，都能找到高尚的动机来辩护。

假设一下，如果允许学生在没有任何暗示或引导的情况下，比较一下愚公与

这位售票员的“大智若愚”，结果会是怎样的呢？如果有了这样一个思维过程，

至少能给学生留下一些宝贵的疑虑和不满足感。谁也不敢保证自己的结论是真

理，但我们可以做的是，为学生继续探寻真理留下一种可能性。而一旦我们给了

结论，某个思想的种子可能就此死亡。

我们的阅读教学，喜欢在文本之上来一个迁移或者升华。这是个需要加倍审

慎与理性的环节。离开了具体的文本与具体的问题，而去嫁接或者抽象出一个

“更高层次”的结论，其间的逻辑风险是可以想象的。

并非为尊者讳，钱老师的理解显然受限于 1980 年代的政治与文化思潮，瑕

不掩瑜。然而，30 多年过去了，我检索《愚公移山》的教学案例，发现这种“大

智若愚”的思路，依然大行其道，几乎成了《愚公移山》的“标配”内容。可见，

思维的惯性力量有多么强大，而文化与思维上的自我警惕与反省多么重要。

30 年前，钱老师的一节课，甚至改变了文言文教学的课堂模式；20 年前，

郭老师的一节课，极大影响了文本解读的理念。在某个意义上，这两个课例已经

有了“范式”的意义。正因如此，才有解剖和评价的必要。

“新课改”以来，标新立异的文本解读与主体弱化的对话教学流行一时。在

我看来，不仅文本阅读需要批判性思维的介入，课堂教学也需要一场批判性思维

的洗礼。“批判性思维”是以理性和开放性为核心的理智美德和思维能力的结

合，既是一种追求公正思维与合理决策的思维技能，也是一种秉持多元、理性与

审慎的人格。



在文本分析中，批判性思维是学术性的基本前提；而在教学行为中，批判性

思维则是平等对话、合理质疑与省察性反思的人格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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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的认知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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